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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政治議題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的角色*

王甫昌

中央研究院

摘  要

過去關於台灣民主化轉型的解釋中，雖然都注意到族群因素，但是由於強

調精英政治過程的理論取向之影響，往往視之為背景或動機因素，而低估了其

重要性。透過調查資料的分析，本文指出，本省籍民眾「族群政治意識」在政

治轉型前後的升高，是讓此一轉型能夠完成的重要社會條件。本文更進一步針

對本省籍民眾族群政治意識由過去不易發展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的快速發展，

提出一個歷史性的解釋，強調國家想像範圍之改變、傳統政治關係的衰退，以

及族群進入選舉過程三者變化的重要性。透過「國會全面改選」的改革過程

中，設置「大陸代表制」的攻防，本文說明了1987年以後正式浮現的新「族

群」分類概念，在此一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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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稿發表於臺灣民主基金會主辦之「解嚴二十週年與臺灣民主」學術研討會，

2007/7/15。作者感謝研討會評論人徐正光教授的意見，以及本刊三位評審人的詳細意見與

建議。本文使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楊國樞、瞿海源主持之「台灣地區社會變遷

基本調查」（NSC 73-0301-H-001-18），以及伊慶春主持之「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83年
7月定期調查」（NSC 83-0301-H-001-050-B1）之資料，特此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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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87年政府宣布解除戒嚴，並解除報禁、黨禁等政治自由化措施，是戰後

台灣政治發展重要的分水嶺。在此之後，過去各項限制參與中央層級政治與政

治自由權利的措施，逐一被解除，進行全面改選國會、開放台灣省長及北高

市長選舉，以及1996年直選總統的政治改革。如果我們採用Joseph Schumpeter

對民主制度的概念界定：「民主的方法是為了達成政治決定所做的一種制度

安排，在這種制度安排中，個人藉由激烈的競逐獲取人民手中的選票而得到

做決定的權力」（Schumpeter, 1947:269；劉軍寧〔譯〕，Huntington〔原著〕，

1994:4），則在人民可以直選總統後，台灣算是初步具備民主制度的形式要

件，或完成了民主化轉型。即使以Robert Dahl（1989）多元政治的更廣泛的定

義標準來看，台灣在1996年以後，在形式上也都符合民主化的多元政治的標

準。①

在此政治轉型同時，另一項引起廣泛注意的發展，則是在1987年以後「省

籍問題」正式浮現在公共領域中，並引起激烈討論。長期以來，省籍問題雖然

一直被認為是台灣社會中敏感性政治議題，但是過去鮮少成為主流媒體上顯著

的公共議題。1987年3月下旬，民進黨籍立委黃煌雄及吳淑珍，向行政院長俞

國華提出關於「中國結與台灣結」以及要求政府「放棄歧視台灣人政策」之質

詢（立法院公報，1987a），除了當場引發俞國華相當強硬的否認與回應外，

事後媒體對質詢內容的披露，更激起各方熱烈討論「省籍問題」。也在這一年

中，台灣社會學者開始用「族群」的概念討論「本省人」及「外省人」的互動

關係。② 過去，「族群」一詞通常被人類學者用於專指台灣原住民內的分類，

① Dahl（1989）所說的七項「多元政治」的標準是：（1）民選產生官員；（2）自由、公平

的選舉；（3）普遍的選舉權；（4）參與公職選舉的參政權；（5）言論自由權；（6）新聞

自由權；（7）結社自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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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人」、「外省人」，或是「福佬人」（閩南人）、「客家人」並不被認為

是「族群」（謝世忠，1987:8-9）。不過，此時使用「族群」一詞，並非只是改

變名詞而已，更重要的是，台灣研究者也一併引入了當時西方文獻「族群」

（ethnic groups）概念中的人群分類觀點，包括族群分類的標準及意義、理想

的族群關係，而逐漸產生一種性質迥異的新人群分類想像（王甫昌，2006）。

透過政治行動者的採借與使用，「族群」的概念在1990年代以後逐漸成為台灣

社會中新的流行名詞。

然而，「省籍問題」被視為「族群問題」並且浮上檯面之後，卻也引發了

許多爭議。尤其是在一般普遍認為過去的「省籍隔閡」或「省籍差異」，已經

漸漸被長時間的社會互動及融合消弭之後，「族群」成為熱門的爭議問題，讓

許多人感到意外。其中主要的爭論點，即是在究竟本省人或外省人才是台灣社

會中的弱勢者（弱勢族群）。上述吳淑珍的立法院質詢，事實上即是反駁國民

黨籍立委趙少康與簡漢生，稍早關於「外省人是台灣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之說

法。在各自都認為代表「弱勢族群」發聲的狀況下，民進黨及國民黨內第二代

外省精英分別開始發展其弱勢族群論述，做為爭取民眾支持的政治號召。尤其

是在1990年總統選舉之前，國民黨內的「三月政爭」，更讓本省人及外省人的

「族群政治問題」成為爭論焦點。也因此，自1990年代以來，「族群政治」議

題逐漸成為台灣社會在民主化轉型之後，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

目前台灣民主化轉型的解釋中，對於幾乎是同時發生的「民主化轉型」與

「族群議題公共化」現象二者間的關係，絕大多認為：沒有因果關係，或是

「民主化是因、族群政治是果」。本文認為，目前這些解釋低估了「族群」的

概念或議題，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可能有更積極的作用。過去研究中，有不少

② 在由中國論壇主辦的「『中國結』、『台灣結』研討會」中，社會學研究者張茂桂、蕭新

煌（1987）討論大學生「中國結」與「台灣結」時，首度將本省人、外省人當成不同的

「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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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省籍問題」或是「族群意識」在台灣反對運動發展與政黨支持中的

重要作用或影響（王甫昌，1994, 1996, 1998；吳乃德，1993, 1994；林佳龍，

1989；游盈隆，1994, 1996; Chang, 1989, 1994; Chu and Lin, 1996; Lin, 1998; Wu, 

1987, 1994）。不過，在解釋台灣民主化轉型的主要說法中（吳乃德，1989, 

2000；林佳龍，1999；王振寰，1989; Cheng, 1989; Tsang, 2001），雖然多少都

會討論到族群因素的角色或重要性，但是其角色似乎沒有被適當地理論化；

在有些解釋中，「族群」因素甚至被淡忘了。這樣的落差，一方面反映了過去

政治學解釋民主化轉型的理論傳統與觀點，一方面也反映了研究者如何定位

或概念化「族群問題」（特別是「省籍問題」）③ 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之

看法。相對於此，本文將提出不同的看法：「族群」概念出現所帶來的觀念轉

化，是台灣民主化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轉變—「國會全面改選」，能夠發生的

重要原因之一。

貳、族群因素在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的角色：過去之解釋

一、台灣民主轉型的界定與解釋

關於台灣民主化轉型的起點與過程，研究者之間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

究者認為1986年3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三中全會後主動提出四項政治改革的方

案，是此一「民主化突破」的開始（Tsang, 2001）。另外有一些學者則將1986

年以後國民黨所進行的改革，根據O’Donnell與Schimtter（1986）的定義，稱

為「自由化」而非「民主化」（王振寰，1989, 1993; Chang, 1994）。④ 林佳

龍（1999）亦採取類似的觀點界定台灣的民主化歷程。他根據Linz與Stepan

③ 由於本文主要討論的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台灣民主轉型的議題，本文將討論

的「族群」政治議題限定在「本省人」/「外省人」的族群政治競爭上，而不討論「閩南

人」/「客家人」、以及「原住民」/「漢人」之間的族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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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對於這兩種現象的區分與定義，⑤ 明白的指出1986年到1990年（國是

會議）是「自由化」時期，而1990年到1996年（總統直選）則是「民主化」時

期，1996年以後則是「民主鞏固」時期（林佳龍，1999:118）。

過去研究者在解釋台灣民主轉型時，主要採用的理論觀點是強調政治精

英之間競爭與互動的「政治過程論」⑥（林佳龍，1999; Chao and Myers, 1998; 

Cheng, 1989; Dickson, 1997; Tsang, 2001; You, 1993）。相對於「結構論」所注意

的民主化之社會與經濟條件，「政治過程論」強調民主化發生的過程與機制：

如果說「長程的」經驗發展與社會結構限定了民主化的可能

性，那麼「短程的」政治過程，包括政治領導、政治精英的

策略行動、以及他們之間的鬥爭與妥協，直接決定了民主的

成功與失敗（吳乃德，1989:156）。

在這種理論觀點下，解釋台灣民主化有幾種不同的主要說法。有些研究

者強調蔣經國在1986年民主化過程中的主動性及主導地位（Chao and Myers, 

1998; Chou and Nathan, 1987; Chu, 1992; Chu and Lin, 1996; Tsang, 2001）。不過

也有些人認為，這種強調蔣經國正面角色的解釋，往往暗示了蔣經國早就有

④ 王振寰引述O’Donnell與Schmitter（1986）的定義如下：「自由化的主要面向是權利，它

是指有效的賦予或重新界定個人或群體的基本權利，以免於受到執政當局或第三者任意

或非法的迫害行動之過程而言……。例如，人身基本自由，免於恐懼等自由。而民主化

的基本面向是公民權，是指公民權能有程序和有規則的建立過程；這裡包括政治制度運

作原則的改變，擴張公民權到不同群體，以及擴大公民參與的面向和議題等」（王振寰，

1993:126）。
⑤ 林佳龍（1999:118）指出，根據Linz與Stepan（1996:3）的界定，「自由化」涉及以下一些

政策與社會變遷：對媒體檢查的放鬆，允許組織自主性工會，以及立法保障人身自由，

釋放一部份政治犯，縮短貧富（原文誤為「負」）差距，以及最重要的是容許政治反對存

在；而「民主化」牽涉到自由化，但最重要的是它必須包括政府的重要職位由人民選舉

產生。
⑥ 在「政治過程論」開始被大量運用來解釋台灣的民主化之前，也有一些學者引用西方

1960年代所流行的現代化理論（Lipset, 1960），強調經濟發展（或現代化）是民主政治的

前提條件或社會要件之一。此種理論被稱為民主化轉型的「結構論」（吳乃德，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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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民主化的決心及理念，實在不太能解釋為何蔣經國在掌權後不久的「美

麗島事件」中，採取殘酷的鎮壓手段，對付要求民主化改革的黨外陣營（吳

乃德，2000）。比較接近事實的理解可能是：蔣經國在世的最後幾年迫於情勢

的轉變，而採取一連串的政治改革措施，以避免未來更嚴重的危機（Chu and 

Lin, 1996:83）。林佳龍（1999:119）指出：「蔣經國企圖透過局部的政治改革1999:119）指出：「蔣經國企圖透過局部的政治改革）指出：「蔣經國企圖透過局部的政治改革

來維持國民黨的優勢地位，但是又不希望自由化發展成為民主化威脅了國民黨

的統治地位」。林佳龍（1999:121）基本上也是由政治精英對於局勢的判斷及1999:121）基本上也是由政治精英對於局勢的判斷及）基本上也是由政治精英對於局勢的判斷及

其對應的行動策略來解釋自由化，因此，雖然他也提到許多社會或政治情勢的

變化，例如，本省籍與外省籍人口組成的懸殊比例，或反對黨得到越來越多的

支持等，但是這些因素的作用，主要是透過對政治精英（特別是蔣經國）形成

「推力」（鎮壓成本的升高）或「拉力」（容忍的成本降低），而影響到精英的

政治策略。

和先前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林佳龍（1999:134）更將台灣民主化轉型的解

釋進一步延伸到李登輝主政時期所完成的民主化改革。他指出，李登輝在面臨

國內外對於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壓力時，也同時面對了黨內保守力量的反彈；他

透過召開國是會議及主導修憲，來尋求反對黨及一般社會大眾的支持。林佳龍

認為，李登輝成功的關鍵是他將臺灣人捲入這些棋局，擴大他的社會基礎，並

透過主導改革議題，使三個對手（即「國民黨保守派」、「中共政權」與「民

進黨」）互相牽制、對立、最後再建立各種聯盟來各個擊敗他的對手。

由上述這些研究的歸納，解釋台灣民主化轉型的重要問題因此是：是什麼

樣的政治情勢變化，使得蔣經國必須採取改革，而非繼續以鎮壓的方式對付反

對陣營？或者，如果由林佳龍的觀點來看，是何種政治或社會形勢，使得李登

輝必須、而且也得以成功地推動民主化改革？過去解釋台灣民主化的研究中，

大多將解釋停留在描述或說明在這些情勢下，政治精英之間實際的政治互動過

程，而沒有去追問更深層的問題：讓這樣的政治過程（蔣經國被迫採取「自由

化」改革，以及李登輝必須而且成功的推動「民主化」改革）能夠發生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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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能夠出現。本文所謂的「發生條件」，主要是指構成政治精英所面臨的推

力或拉力、阻力或助力的社會或政治情勢變化，包括民眾政黨支持的轉移、對

政治合法性支持之變化、或是某種理念的變化。由於政治過程論將分析的重點

放在政治精英的策略行動上，這些「發生條件」通常被當成是不需多加解釋的

外衍因素。嚴格來說，如果沒有解釋這些「發生條件」如何產生，上述的解釋

只是說明了台灣的民主化轉型是「如何」進行的，而未能對民主轉型「為何」

能夠發生，提供完整的解釋。

二、省籍（族群）因素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之解釋及其不足

更重要的是，在上述民主化轉型的解釋中，「省籍」因素的影響與作用似

乎若隱若現。一般研究者大多會指出台灣政治民主化發展中主要障礙之一，

本省籍與外省籍人口比例的懸殊（85:15），使得居於人口少數的外省籍政治精

英，擔心在全面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安排中，將處於不利地位，因此以其代表全

中國各省的理由，抗拒只由台灣及其他「自由地區」（金門、馬祖地區）的人

民選舉代表全國的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革（林佳龍，1999）。⑦ 反之，本省籍政

治的精英也因為同樣的政治制度安排，造成人數居多的本省人在中央層級的政

治代表處於絕對少數的不公平情況，而要求更多的政治參與，甚至全面改選中

央民意代表。不過，這項「省籍不公平」或「省籍歧視」認知的「動機性」或

「心理性」因素，卻往往被視為是長久以來即已存在、或是眾人皆知的狀況

（至少在具有本省籍背景者之中），因而在民主化轉型的解釋中，被當成是要

求及抗拒民主化的政治競爭之背景因素、或是此一轉變過程中的「常數」而

非「變數」。在「政治過程論」的理論取向下，解釋台灣民主轉型的主要「變

⑦ 這種說法，早已公開出現過。例如，陳少廷（1972）在1972年「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

表」議題的辯論中，就曾提到反對全面改選者擔心的是「全面改選的結果，本省籍的代

表必然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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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是大環境的變化、或是精英行動或政治結盟策略在不同情境下的改變。這

個「省籍不平等眾人皆知」的假設在政治精英間或許是成立的，但是，對於沒

有直接參與政治的一般民眾來說，這個假設卻不一定成立。

我們可以由少數試圖理論化「族群」因素在台灣政治過程中角色的一些說

法，進一步討論這種隱藏的預設。吳乃德在討論省籍意識對於政治支持的影響

時，認為族群現象的政治表現，應該是透過「族群身份—族群意識—政治態度

與行為」的因果關係展現出來。而其中的族群意識「牽涉到所屬的族群和其他

族群的關係，自身所認同的族群在社會和政治結構中的位置。……具有相同族

群認同的人，其族群意識可能不相等。不同階層、不同生活經驗的人，其族群

意識也可能不相同」（吳乃德，1993:40）。以這個概念來看，台灣的政治反對

陣營當時在質疑國民黨政府「省籍歧視」時，正是試圖建構及宣揚本省人受到

政治與文化剝奪，而處於不利的社會與政治地位的弱勢「族群意識」。

施正鋒（1998）所提出的少數族群認同政治化的分析架構中，也提出了

類似的四階段的發展論：「共同血緣、文化、或歷史經驗—集體不滿、相對剝

奪—集體自我認同—族群認同政治化」（架構中另外有四個中介變項，參見圖

一）。

在這兩個族群政治的理論架構中，不論是「族群意識」或是「族群集體認

同」，都是指特定族群對於自身處在不平等的結構位置的集體體認，而產生的

政治意識或認同。這種弱勢族群意識在本省籍民眾之間的增長，應該就是讓上

述台灣民主化轉型的解釋中，蔣經國開放自由化改革，以及李登輝進行民主化

改革能夠發生的重要社會基礎。不過，如果用這樣的概念在經驗上分析台灣一

般民眾的「省籍政治意識」，則可以發現，在1980年代以前，多數的本省籍民

眾似乎並不接受這種由反對精英不斷鼓吹與宣揚之「本省人弱勢族群意識」說

法。這個觀察可以由下列兩種現象得到佐證。第一，在1980年代以前的各種地

方選舉，以及少數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中，公開以「省籍歧視」議題質疑國

民黨政府的無黨籍或「黨外」候選人，得到的選票支持大約都維持在三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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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很少超過四成。雖然我們不能夠將國民黨候選人（絕大多數是本省籍）在

這些選舉中得到的六至七成選票當成選民支持國民黨政府的證據（下文將討論

這一點），但是他們卻顯示了絕大多數的本省籍民眾可能並不接受反對精英對

國民黨政府用人「省籍歧視」的質疑，或至少沒有認同到要以投票給「黨外」

候選人來表達其不滿的程度。

第二，更直接的證據是，即使到了1980年代初期，絕大多數的本省籍民眾

都還沒有、或是不接受「本省人弱勢族群意識」的說法。根據1984年由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持的「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顯示，當台灣

民眾在被要求評估15種不同類型的社會團體的影響力時，整體而言認為「本省

籍人士」的影響力比「外省籍人士」略高（「本省籍人士」的平均2.90分相對

於「外省籍人士」的2.76分；二者的差異並未達統計顯著程度）。而且，這種

看法在不同省籍或族群背景的群體之間都是如此，雖然外省籍受訪者對二者差

距的評估比本省籍更大（參見表一的資料）。

如果進一步分析受訪者對於本省籍與外省籍這兩種團體的相對社會影響

圖一　少數族群認同之政治化架構

資料來源：施正鋒（19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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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不同族群背景民眾對團體社會影響力的評估，1984年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本省閩南人 本省客家人 外省人* 山地人* 全部

國民黨 4.17 4.03 4.37 4.10 4.19
政府官員 3.93 3.93 4.07 4.15 3.96
報社 3.81 3.72 3.97 3.68 3.82
警察 3.75 3.71 3.83 4.14 3.77
大企業 3.74 3.57 3.81 3.51 3.73
學者專家 3.85 3.60 3.83 3.47 3.62
民意代表 3.58 3.47 3.77 3.82 3.60
法官 3.41 3.43 3.46 3.92 3.43
一般民眾 3.36 3.39 3.52 3.81 3.39
軍人 3.33 3.40 3.40 3.96 3.36
工會 2.95 2.99 2.94 3.19 2.95
無黨籍人士 2.92 2.87 3.16 3.13 2.95
本省籍人士 2.86 2.75 3.18 3.27 2.90
外省籍人士 2.78 2.62 2.72 2.88 2.76
老年人 2.32 2.36 2.42 2.81 2.34

資料來源：楊國樞、瞿海源（1993）。
說　　明： 表中數字是受訪者的平均分數。計算的方式是：受訪者認為該社會團體影響力很

大（5分）、大（4分）、普通（3分）、小（2分）、很小（1分）。「外省人*」和

「山地人*」是1984年社會變遷調查時問卷中使用的分類名稱。

力的認定，則可以發現，全部受訪者中，認為二者的影響力一樣者超過一半

（53.2%），而認為本省籍影響力較大者之比例（28.0%）比認為外省籍影響力

較大者的比例（18.8%）高（參見表二）。同樣的，不同族群背景的受訪者的整

體評估都符合這種基本模式，只是外省籍受訪者認為本省人影響力較大的比率

（37.3%）遠高於認為外省籍影響力較大的比例（11.9%）。

這項資料顯示：至少在1984年時，台灣一般民眾，即使是本省籍民眾，並

不認為「本省籍人士」相對於「外省籍人士」是政治上的弱勢者，反而比較

傾向於認為「外省籍是弱勢者」。由表一的資料來看，雖然一般人認為「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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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是所有團體中「社會影響力」最大者，但是，「外省籍人士」的社會影響

力卻似乎與「國民黨」無關，幾乎是15種團體中最沒有影響力者。也因此，即

使是本省籍民眾，當時也都只有兩成左右的人接受反對陣營的省籍不公平論述

或「本省人弱勢族群意識」。由於這項說法是反對精英要求民主化改革及更多

政治參與的主要依據，如果多數一般民眾不接受這個觀點，則可能也不認為民

主化改革有其迫切性或必要性。

上述這些現象顯現了1980年代以前，本省籍的反對精英和一般民眾之間在

「族群政治意識」或「政治化的族群認同」上的巨大落差。前述吳乃德與施正

鋒的族群政治意識理論中，所提到的族群意識或認同由「族群文化差異」發展

到「族群不平等認知」或是集體的「相對剝奪感」，在一般民眾間，顯然不是

個簡單的過程，而是需要被解釋的重要變數。

表二　台灣不同背景民眾對於不同省籍群體社會影響力差異的觀感（1984年）

受訪者背景
「外省人」社會影響力比「本省人」

總　計
小 一樣 大

本省閩南人
568

(26.2%)
1,160

(53.6%)
438

(20.2%)
2,166

[74.7%]

本省客家人
73

(26.3%)
155

(55.8%)
50

(18.0%)
278

[  9.6%]

外省人* 151
(37.3%)

206
(50.9%)

48
(11.9%)

405
[14.0%]

山地人* 19
(37.3%)

23
(45.1%)

9
(17.6%)

51
[  1.8%]

總　計
811

(28.0%)
1,544

(53.2%)
545

(18.8%)
2,900

100.0%

資料來源：楊國樞、瞿海源（1993）。
說　　明： Pearson Chi-Squares = 31.091, DF = 6, p < .000；( )：橫行百分比；[ ]：直列百分

比。「外省人*」和「山地人*」是1984年社會變遷調查時問卷中使用的分類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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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將1984年的這項調查結果和1994年的另一項類似的問卷調查結果

作比較，則更能探知這項族群意識變化的幅度。1994年由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所主持「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中，詢問了受訪者的族群觀感

評價。表三將受訪者對於台灣四個族群政治勢力及經濟財富的評價分數（由

最低的1分到最高的10分）按不同族群區分列出來。由表三的資料可以知道，

1994年時，本省籍受訪者（包括閩南人及客家人）普遍認為外省人的政治勢力

比本省人高，而外省籍受訪者則認為政治勢力最大的是本省閩南人，不過，他

們都認為自己的政治力量比本省客家人大。經濟財富上，本省閩南背景的受訪

者還是覺得外省人最富有，而其他三個族群背景的受訪者則認為本省閩南人最

富有。

表三的資料顯示，在1994年時，除了原住民以外，每一個族群背景的受訪

者都認為別的族群有較大的政治或經濟優勢，而自己是相對的弱勢者。換言

之，此時幾乎所有主要的族群都認為自己是相對的「弱勢族群」。尤其值得注

表三　台灣各族群對於不同族群在政治勢力及經濟財富上的比較看法（1994年）

受訪者背景 本省閩南人 本省客家人 外省人 原住民 全體

受訪者認為該族群「政治上沒勢力 / 政治上有勢力」的程度（沒勢力＝1，很有勢力＝10）

閩南人 6.04 6.95 7.34 8.00 6.73

客家人 5.20 5.13 5.39 7.32 5.30

外省人 7.59 7.51 6.95 7.97 7.40

原住民 3.04 2.89 3.06 5.23 3.09

受訪者認為該族群「貧窮 / 富有」的程度（很貧窮＝1，很富有＝10）

閩南人 6.04 6.63 7.39 7.33 6.62

客家人 5.77 5.65 6.36 6.88 5.92

外省人 6.58 6.44 5.73 6.74 6.30

原住民 3.66 3.68 3.61 4.61 3.69

資料來源：伊慶春（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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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本省籍受訪者（包括閩南人及客家人）對於自己的群體和外省人之間

相對政治勢力的比較之評價，和十年前大不相同。過去絕大多數的本省籍民眾

認為「本省籍人士」的社會影響力比「外省籍人士」更大，但是，在1994年

時，這種認知似乎有相當大的轉變。為了更清楚的看出不同族群背景的民眾對

於「本省人」及「外省人」之間相對的政治勢力，表四將受訪者對於「大陸

各省籍」及「本省閩南人」政治勢力的評價分數相比較，以進一步分析其內 

涵。⑧

表四　台灣不同背景民眾對於不同族群權力差異的觀感（1994年）

受訪者背景
「大陸各省籍」政治權力比「本省閩南人」

總　計
小 一樣 大

本省閩南人
  59

(13.4%)
  90

(20.5%)
291

(66.1%)
   440

[39.3%]

本省客家人
  82

(24.8%)
  74

(22.4%)
175

(52.9%)
   331

[29.6%]

大陸各省籍
120

(38.5%)
  85

(27.2%)
107

(34.3%)
   312

[27.9%]

原住民
  12

(32.4%)
  15

(40.5%)
  10

(27.0%)
     37

[  3.3%]

總　計
273

(24.4%)
264

(23.6%)
583

(52.1%)
1,120

100.0%

資料來源： 伊慶春（1994）。Pearson Chi-Squares = 96.600, DF = 6, p < .000。( )：橫行百分

比；[ ]：直列百分比。

⑧ 這個表分析的是本省籍之中的「閩南人」，並不包括「客家人」。根據表三的資料顯示，

外省籍受訪者認為本省閩南人的政治勢力較大，但是本省客家人則比外省籍更無政治勢

力。雖然這個相對比較和1984年資料中比較「外省籍人士」與「本省籍人士」不完全相

同，但是這樣的觀感可能更貼近1990年代以後台灣民眾對於「族群類屬」的分類想像，

以及族群間相對的權力關係，因此仍有分析價值。至於由「本省籍、外省籍」省籍二分

到「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的族群四分之意義轉變，見本文下面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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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的資料顯示，本省籍受訪者有超過一半（客家背景者52.9%）到三

分之二（閩南背景者66.1%）認為大陸各省籍人士政治勢力比本省閩南人更

大，僅有二成左右認為兩個群體的政治勢力一樣大。相對的，外省籍受訪者

認為自己政治勢力小於本省閩南人者比例最高（38.5%），其次是認為較大者

（34.3%），認為一樣者最低（27.2%）。

值得注意的是，1984年在台灣重要的政治轉型（特別是國會全面改選）仍

未發生之前，客觀的族群政治結構上的不平等程度，遠高於1994年國會已經全

面改選之後、台灣省長及北高市長也即將首度或再度開放選舉之際。然而本省

籍民眾主觀的政治權力相對剝奪感，卻在客觀的不平等狀況已經大有改善之

後，反而大量增加。這說明了：現實中的不平等結構，如果沒有經過適當的集

體詮釋，不必然能夠直接被轉化為主觀的不滿或相對剝奪感。

如果本省籍民眾族群政治意識的增長，是導致台灣民主化轉型過程中，政

治精英得以採取不同政治領導或行動策略的重要因素，例如，林佳龍所提到的

李登輝將「台灣人」捲入「中共、民進黨、國民黨保守派」的棋局中，那麼本

省籍民眾為何有此轉變，本身就是需要被解釋的重要課題。畢竟，如果台灣的

本省籍民眾在1990年代時仍然像1984年「社會變遷調查」資料所顯現的，多數

缺乏「本省人弱勢族群意識」，李登輝如何能將他們捲入這些讓政治勢力相互

牽制的多角棋局中，而順利推動民主化？

過去台灣民主化的解釋，往往將分析的焦點放在政治精英行動或互動之

上，而相對比較忽略一般民眾的角色。這樣的分析焦點因為揭露一般人難以一

窺究竟的高層精英行動而有其獨特貢獻，但是仍可能有解釋不完整的問題。無

可否認的，「政治精英」基於人格特質或是所佔有的制度性位置及資源、或是

知識，對於政治事物的影響力，超於一般民眾之上；而政治精英影響一般民眾

的能力，也遠在民眾對精英的影響力之上。不過，在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體

制，特別是具有競爭性的選舉制度、及大眾傳播技術之下，精英與民眾不對等

的權力關係，有一些微妙但顯著的改變。一般民眾現在可以透過不記名投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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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來制衡政治精英：也就是精英必須透過贏得一定程度的選票，來維

持權力合法性，而無法再光憑藉使用武力或恫嚇。這提供了政治反對者一種新

的挑戰方式與可能性：他們可以透過訴諸利益、情感、或說理，爭取一般民眾

的選票支持，而獲得政治權力或公共政治職位。過去台灣民主轉型的解釋比較

忽略了對一般民眾來說可能更有意義的「說理」面向。如果由精英以「說理」

動員一般民眾的角度，重新檢視台灣民主化的挑戰，可能會因為提出不同的問

題而得到不同的答案。

具體的說，過去研究因為忽略了一般本省籍民眾族群意識的形成與轉變的

議題，造成研究者可能低估或甚至誤解了「族群現象」對於台灣民主化轉型的

作用，進而影響到解釋的完整性。前述吳乃德及施正鋒兩位對於台灣族群政治

的理論，主要由一般化理論的層次著手，提出抽象層次較高、較具有普遍性的

分析概念，當然有助於分析這個現象。不過，如果要回答上述本省籍民眾族群

意識形成與轉變的問題，我們可能必須進入更詳細的歷史細節，討論「族群意

識」在台灣社會中的特殊化意義及解釋其變化。

參、族群因素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角色的再思考

前一節呈現的資料顯示，台灣本省籍民眾自認為是弱勢族群的意識，在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之間有相當巨大的轉變。相對於本省籍的反對精英長年以

來不斷的強調國民黨政府長期維持一個歧視本省人的政治體制之說法，絕大多

數的本省籍民眾在1980年代初期以前，似乎並不接受這樣的詮釋或說法；然

而，1990年代之後，這個看法卻為多數本省籍民眾所接受。反對精英主要是以

本省籍人士在中央政府的高階職位及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中所佔比例遠遠低於外

省籍來支持其「本省人被歧視」的說法。國民黨政府遷台近20年後，才在1969

年首度舉辦中央民意代表增選。在此之前，由大陸各省籍來台佔絕大多數比例

所組成的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包括少數的台灣省籍中央民代，已經任職超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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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沒有改選，而屢屢受到反對精英攻擊。早在1959年，台灣省議員李萬居就曾

經在第一屆省議會第一次大會時公開質詢過此事。他指出：

今天自由中國的人民80%是臺灣人，而全國所需要的人力、

物力和財力百分之百需靠臺灣同胞負擔；在立法院裡面五百

幾十名的民意代表，台灣籍的立法委員僅有八名，似此豈能

謂為事理之乎？台灣同胞每談到這一點，無不搖頭嘆息，大

家公認為世間不公平之事莫過於此者（台灣省議會秘書處，

1959:2084-85）。

按李萬居的說法，「台灣同胞」對於台籍代表在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中的比

例，與台灣同胞對於全國的人力財力物力貢獻不成比例之狀況，似乎有極為強

烈的不滿。但是，國民黨籍的候選人，卻仍然在各項地方選舉中，取得六、七

成以上的選票，使得國民黨政府能夠以此宣稱政府施政得到絕大多數的選民支

持。為何反對精英的政治質疑與挑戰沒有得到大多數本省籍選民在投票時的支

持？為何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的省籍隔閡與敵對氣氛中，本省籍選民沒

有用選票大量支持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來表達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這樣的

情況可以用下面三個因素來解釋。

一、不利於「本省人族群意識發展」的因素

首先，在以全中國為範圍的「國家想像」下，政治反對精英對於中央政治

體制安排之詮釋，而認為本省人在政治上受到不公平待遇之說法，得到本省籍

民眾支持的情況可能並不普遍。相對的，國民黨政府對於這些暫時性的中央政

治體制安排（代表全國各省的中央民意代表在動員戡亂下暫時不改選、及中

央政府高階職位應由大陸各省代表組成，以維持全國代表性）所提出的解釋，

對一般本省籍民眾來說，並非完全不能接受或不合理的說法。台灣在戰後回到

中國統治，也以一省的身份參與了全中國的中央層級政治運作，因為「動員戡

亂」而遷移來台的中央政府，在當時國際社會及國內，都仍然有不易撼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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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全中國」之政治合法性。在這樣的國家想像下，國民黨政府用於評價台

灣省籍者政治參與公平的標準，就和反對陣營所提出者完全不同。

過去在大陸時期各省的慣例是，每一省份的「本省人」在省內的地方性政

治職位上佔有多數。戰後初期台灣在行政長官公署的特殊體制下，加上接收政

府以台灣人仍不諳國語與祖國政治文化為由，大量引用外省籍官員，導致本省

籍官員在省內重要政治職位上的比例遠不及外省籍，偏離了上述的慣例，而

成為「二二八事件」前台灣的政治精英及一般民眾普遍不滿的重要因素。⑨ 不

過，在「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提出的「地方自治」要求，在國民政府遷台

之後，其實大部分已經實現：除了「省長」以及升格後的北高市長外，台灣人

有機會透過選票決定各級地方政府的首長（縣市長）及民意代表（省議員、

縣市議員）。國民黨政府也經常向台灣人民誇耀這項「政治建設」的成績。例

如，在1955年台灣省政府出版的《台灣光復十年》的紀念專刊中，列舉的十三

項重大施政成就中，前四項分別為：「完成地方自治、培植本省人才、實施土

地改革、改善人民生活」（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55:5）。1980年代以前，國民

黨政府的各級官員在面對反對陣營長期以來不斷的質疑政府用人的省籍考量，

以及歧視本省人的問題時，通常舉出在地方政府（台灣省政府的層級以下）

中，「本省籍」已經佔有多數的比例，以及政府已經大力提拔本省籍精英的事

實，來否認省籍歧視的指控，並且反過來強調：質疑「省籍問題」是挑撥民族

的情感、不利於團結的「地域情結」或「地域意識」作祟。

其次，在開放台灣地方自治選舉的同時，國民黨政府也運用扶植、拉攏地

方派系以及威脅或利誘本省籍的地方政治頭人加入國民黨，成為黨的候選人

之方式，來確保國民黨籍候選人能在這些地方選舉中，獲得足夠的選票支持

（Wu, 1987；陳明通，1995）。經過「二二八事件」後的鎮壓與屠殺以後，許

⑨ 1946年11月8日的《民報》就曾經統計省內重要職位中，本省籍官員與外省籍官員所佔比

例，發現在21位台省高層官員中，僅有一位為本省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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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日本統治時期培養出來的台灣政治精英大量退出政治領域，而替補他們的許

多是願意與國民黨政權合作，以換取經濟利益或特權的地方派系人物（吳乃

德、陳明通，1993）。雖然在大多數選民心中，他們是投票給自己原有社群或

傳統人際關係（鄰里、家族、或宗族）中的地方頭人，與這些候選人的國民黨

籍身份不一定有直接關連，但是這些運用本省籍政治精英傳統社群的人際關係

所得到的選票，卻成為國民黨宣揚其統治獲得大多數選民支持的證據。⑩

在這種以傳統的血緣或地緣人際關係為主的投票取向下，台灣的地方性的

政治精英主要是以具體的「利益」與「情感」來動員支持者；在這樣的社會脈

絡下，以抽象的理念去說服支持者的「說理」性動員似乎並不重要，也不太有

存在的空間。在傳統農業社會的生活經驗中，以血緣或地緣連帶為基礎的社

會關係，強調的是面對面、實質而具體的人際關係，認同類似「本省人」這麼

一個包括了許多沒有實質關係、也不會有機會見面的團體成員的抽象性、想像

性社群，似乎沒有太多意義。因此，當反對精英試圖以比較抽象的群體範疇

（「本省籍」）以及抽象的理念或利益（「本省人受到歧視」）去爭取選民支持

時，其效果在傳統人際關係仍然盛行的地區或人群之間，就遠不及在現代化洗

禮下，已經開始脫離傳統人際關係束縛的都會地區。

第三，更重要的是，由於戰後台灣地方選舉中參與競爭的候選人，絕大

多數都是本省籍，因此，即使在行政層級最高的台灣省議員選舉中，「省籍歧

視」的議題都不太容易成為選舉競爭中的焦點議題。過去國民黨在政策上不鼓

勵外省籍人士參與台灣的地方選舉，外省籍人士很少參選、當選者更少。⑪ 即

使到1969年國民黨政府終於決定首度開放「自由地區」的中央民意代表補選，

⑩ 這種傳統性而非現代政黨政治下的投票行為，不僅見於國民黨籍的本省籍地方政治精英

的支持者，連有些不願意加入國民黨的「無黨籍」地方政治精英，在1970年代以前往往

也是以地方派系或政治家族做為支持的基礎。
⑪ 例如，根據魏鏞的統計，由1951到1970年間的七屆台灣省（參）議會中，外省籍省議員

所佔的比例最高僅有9.09%（1957年），最低更只有1.75%（1954年）（Wei, 197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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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選四席立法委員、而外省人口佔有40%的台北市選區，國民黨高層仍然決

定不提名外省籍候選人參選（張屏峰，1969）。這種策略使得絕大多數的本省

籍候選人不容易在競選時訴諸「省籍不平等」的議題來攻擊對手。

以上這三項因素造成了絕大多數的本省籍民眾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在

「本省人弱勢族群意識」的接受程度上，和少數本省籍政治反對精英有重大

落差。第一個原因在性質上是屬於統治精英用於合理化「外省籍—中央 / 本省

籍—地方」的暫時性政治安排的政治合法性論述；主要是奠基於「中國國家想

像」（遷台的中央政府代表全中國）及動員戡亂的「非常時期」論述。第二個

因素則是不利於類似「省籍政治歧視」這樣的現代性政治想像或動員的傳統社

會人際關係與政治取向。第三個因素則是統治者將「省籍」因素排除在實際的

選舉競爭過程外的具體策略。這些因素的存在與互動，共同形成了一個讓「本

省人弱勢族群意識」不容易在本省籍民眾之間形成、擴散、進而成為政治行動

中的重要考量因素之環境，也間接合理化了被本省籍反對精英認為「省籍歧

視」或「省籍不平等」的政治結構，也使得國民黨政府能夠繼續拖延或抗拒完

全的民主化改革。

不過，這些因素並非一成不變、或完全不能改變。

二、1970年代的轉變：戰後新生代的民主化訴求

1970年代以後，隨著戰後出生成長的新世代之出現，以及台灣國際地位的

改變（1970年的保釣事件、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尋求關係正常化、1971

年退出聯合國、外交承認上相繼的挫敗），以及台海軍事衝突的平息等等，內

外因素的變化對於「中國國家想像」產生重大衝擊。這些變化帶來的挑戰機

會，使台灣的民主運動開始發展。

和過去相比，1970年代所出現的民主化挑戰有兩項特色，一是有中產階級

知識份子（例如，曾任職國民黨、發行《大學》雜誌的張俊宏，以及國民黨出

身的省議員許信良）投入選舉，並開始以「說理」的方式來爭取民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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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俊宏認為他參選1973年台北市議員選舉的意義在於：

過去地方選舉中，智識份子幾乎不扮演任何角色，也不發揮

任何力量。……狂熱的群眾都屬下階層，參與的智識份子簡

直不成比例。……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候選人角色的問

題。因為始終沒有智識份子參加選舉，即使有，採用的方法

也引不起智識份子的共鳴。這次競選假如有貢獻的話，就是

把智識份子的冷漠轉變為狂熱（張俊宏，1977:111-12；李筱

峰，1987:114）。

過去許多不願意加入國民黨的老一代無黨籍政治人物，支持基礎仍是來自

於傳統性的地緣或血緣關係。⑫ 受過高等教育新一代反對精英，則是試圖以政

治理念去爭取選民的支持。

第二個特色則是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工作者開始有意識地使用「黨外」之名

自我描述並進行串連，而不再是過去「非國民黨籍」政治人物單打獨鬥的局

面。這兩項特色顯示本省籍的反對精英開始有意識地脫離以傳統社會關係為基

礎的地方性政治動員，而試圖將全台灣各地的反對精英作組織性及理念性的連

結。《美麗島》雜誌在成立後，在台灣各地區廣泛建立服務處，也將各地的黨

外精英納入做為雜誌社的社務委員，目的即在此。

儘管有組成份子與組織型態的差異，1970年代的政治反對運動，在挑戰理

念上和過去老一輩的地方性黨外政治人物差異並不大。由《大學雜誌》、《臺

灣政論》（1975年）、《美麗島》（1979年）這些主要的推動民主化刊物的內容

來看，1970年代的民主運動陣營，除了要求保障基本人權、解除戒嚴、開放黨

禁等等過去的訴求外，也已經公開提出了「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但是，

⑫ 例如，根據丁庭宇對於嘉義市黨外陣營的省議員、立法委員許世賢及其女兒張博雅在

1980年代初期的三次選舉的研究發現，外省籍、高教育程度者，比較不支持黨外政治人

物（Ting, 1989:298-306）。雷飛龍等（1985）對於1983年增額立委選舉結果的人文區位研

究，也發現高教育程度者比較不支持黨外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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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當時並沒有公開而直接的挑戰更高層的國家定位與非常時期假設。

當時「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訴求，至少就公開提出的部分來說，主

要討論的是「世代」之間政治代表權差異的問題，而不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被

比較被討論的「省籍」或「族群」政治代表性不平等的問題。最早公開提出此

一訴求的陳少廷質疑「這些廿三、四年前產生的民意代表，試想如何能代表

今日的民意呢？」時，特別指出：「今天社會的中堅份子—三、四十歲的壯年

人，也還來不及投他們神聖的一票呢！」（陳少廷，1971:13）事實上，陳少廷

的主張最初出版在《大學》雜誌時，將此一主張納入「建國六十週年國是諍

言」所提出的多項政治革新的建言之一。當時共同提出「國是諍言」的十五位

作者，還特別強調其跨省籍的組成，以撇清他們藉此討論省籍不平等議題的疑

慮：「我們都是在此地成長的一群青年（雖然彼此的省籍不盡同），此地的命

運決定我們個人的前途。基於此，我們有權利來為自己的生存命運發言」（張

景涵等，1971:1）。儘管陳少廷在後來的討論中，也明白指出反對中央民意代

表全面改選的人，主要是擔心全面改選的結果將導致本省籍的大量增加；他也

因此招致：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台灣國」等罪名之批評，但是他仍然

認為這是政府「收攬民心、促成團結」、甚至是「使那些在歧途上的海外本省

青年（按：即主張「台獨」者），幡然醒悟，反正歸來」的唯一辦法；他更一

再指出這都是為了「光復河山、重建中華」（陳少廷，1972:97-98）。

康寧祥（1975）在1975年立法院質詢中，認為影響台灣和諧的問題之一，

就是當時佔台灣人口87%的49歲以下的人，是未來國家命運的決定者，卻沒有

機會表達政治意見，領導者應該注意他們對世界的認識與看法。這是以間接

方式討論中央民意代表改選問題（王甫昌，1996:160）；不過，這也是由「世

代」政治代表權不公平的角度切入，而未直接觸及國家定位問題。

事實上，除了後來並未加入反對陣營的陳少廷在《大學雜誌》中以書生論

政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而且完全不考慮中國各省的代表性的激進

主張以外，當時其他討論者，幾乎都反對全面改選、或是認為改選時應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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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某種「大陸代表制」的選舉制度。⑬ 即使是後來在《台灣政論》或是立法

院質詢，提出要求全面改選主張的黨外政治人物，也往往在其提議中加上某種

形式的大陸各省代表的設計，例如，保障外省籍代表佔有在台灣人口比例兩倍

的席次，也就是三分之一強（張景涵，1975:12-13），或是保障每一省份兩席立

法委員（費希平、黃信介、康寧祥，1979:7-8）。不論這種保障大陸省籍席次的

建議是出於何種策略性考量，他們傳遞給一般民眾的信息，是承認或接受維持

大陸代表制的象徵意義。

不但如此，反對陣營此時在言論與主張上，雖然已經漸漸出現一些剛萌芽

的台灣主體意識，但是在公開言論中，似乎仍然無法完全揚棄「中國意識」。

黃信介在1979年8月《美麗島》雜誌創刊號的〈發刊詞〉中，呼籲「共同推動

新生代的政治運動」時，就表示：

我們認為：在歷史的轉捩點的今天，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

讓民主永遠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是今天在台灣一千八百萬

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貢獻（黃信介，1979）。

當時反對陣營精英未敢觸及「台灣前途問題」問題，主要是因為它涉及國

家定位，仍是國民黨不容許碰觸的議題；《臺灣政論》便因為在第五期中刊登

觸及此一問題的文章，而被國民黨政權下令停刊（李筱峰，1987:117）。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後，在軍法大審中，基督教長老教會的林弘宣雖非「美麗

島集團」的核心幹部，但也被列為八名主要被告之一。反對陣營普遍認為，這

是在警告他所代表的長老教會系統，原因是該會在1977年發表了一份「人權

宣言」，公開主張「台灣的將來應該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李筱峰，

1987:156-58）。「美麗島事件」前後，國民黨將「台獨、共產黨、及島內反對

⑬ 參見廬山出版社（1972）所蒐錄1971到1972年間討論中央民意代表改選問題的各家言

論，該書言論中，除了陳少廷以外，只有洪三雄（《大學雜誌》，1972年1月）與胡漢川

（《政治評論》，1972年1月25日）表示支持全面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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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視為三合一敵人，大加撻伐，更顯示討論台灣前途或國家定位的言論內

容，在當時仍是國民黨政權絕對無法忍受的禁忌話題。

因此，儘管當時海外台獨運動組織早已公開主張「台灣獨立」、島內也有

不少政治精英有此想法，但是由於國民黨政權在「中華民族主義」的論述下，

將這種主張視為「數典忘祖」、「分離國家」的思想，而以相當強硬的手段鎮

壓任何公開主張、甚至只是討論此一議題的人，因此在1980年代以前，「台灣

獨立」的主張一直無法在台灣社會中浮上檯面，成為公開的政治訴求。更重要

的是，戰後出生成長的一般民眾，在國民黨政權的教育及傳播體制的影響下，

較少有機會接觸其他的國家定位觀念（特別是「台灣本位」的概念），大多數

可能仍然相信或接受「中國本位」的國家定位觀念。由於反對陣營無法（或不

敢）正面挑戰「國家定位」及「非常時期」的基本假設，論述層次較低的民主

化改革的要求，特別是要求「解除戒嚴」、或「開放黨禁」這些訴求，在面對

國民黨政權論述層次較高的「民族主義」及「非常時期」的反動論述反制時，

不太能提供有說服力的替代性說法。在1970年代中，台灣在退出聯合國、台美

斷交的「國家危機」，而讓要求民主改革的訴求升高時，國民黨政權透過《中

央日報》發動的兩個反民主改革宣傳戰（1972年的孤影的〈一個小市民的心

聲〉及1978年朱桂的〈南海血書〉），正是典型的反動論述（王甫昌，1994；

吳乃德，2001）。這些反動論述指出民主改革將造成剛好相反的後果：不僅進

步有限、得不償失，甚至還可能開倒車（即所謂的「適得其反論」），或是將

損害到我們好不容易得到的經濟發展或社會安定的成果（所謂的「危及既有

論」）（吳乃德，2001:129）。⑭ 例如，官方論述一再強調，開放黨禁將使得政

黨林立，意見過於分歧，而危害到社會團結；而解除戒嚴將使得敵人有機會乘

虛而入，危害到國家安全（彭琳淞，2004b）。在「非常時期」及「中國民族主

義」的前提下，這些反動修辭對於一般擔心動亂或希望安定的民眾來說，仍有

⑭ 吳乃德（2001）引用的是Albert Hirschman（1991）提出的分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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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的說服力，也使反對陣營民主化的要求與作法成為爭議的議題。

也正是由於當時民主化運動推動者主要是由（年輕）「世代」參政權受剝

奪的角度，要求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而並未挑戰他們所象徵的「全中國代

表性」，因此，當蔣經國在1972年掌權後，以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的改革措施做為回應時，似乎就相當程度地化解了這項訴求立即的政治壓力。

增額中央民代的定期選舉，一方面滿足了戰後世代參與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訴

求，另一方面又透過讓大陸各省籍中央民意代表不必改選繼續行使職權，而維

持了代表全中國的國家想像，是相當有效的反制策略與回應。

然而，反對陣營對於「中國國家想像」的接受或承認，或許是為何1970

年代台灣民主運動在相當快速發展之後，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卻使反對

運動受到重大的挫敗，而且在之後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整體得到的支持也

比過去下滑許多的重要原因。⑮ 過去有不少研究者由「政治過程」的觀點，強

調政治精英之間的策略性互動來解釋黨外民主運動在「美麗島事件」後的挫

敗（Cheng, 1989）。也有新聞記者以反對陣營「高估自己、低估政府、錯估形

勢」來描述其失敗的原因。這些說法當然都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他們似乎沒

有解釋更根源的問題，也就是為何反對陣營「錯估了形勢」的部分：為何國民

黨當時對於反對陣營的鎮壓、甚至在軍法大審期間還發生震驚中外的「林義雄

家血案」，似乎沒有在事件後的選舉中，受到太多的一般民眾以選票支持黨外

候選人以表達反對？如果由「一般民眾」做為分析焦點來看，可能的解釋或許

是：反對陣營在美麗島事件之前的民主化行動及訴求，在爭取一般民眾支持的

「說服」工作上，成效可能相當有限。這可能是因為當時反對陣營所提出的民

主化改革的訴求，在理念層次上比較低，無法有效地抗衡國民黨政權由較高的

⑮ 1980年由「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候選人聯誼會」向選民要求認同「真黨外」的「認同

聲明」中所推薦的黨外候選人，在立委選舉只得到13.0%的選票，國大代表也只有8.6%，

遠不及其他非國民黨籍的15.0%及25.1%。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族群政治議題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的角色  113

臺
灣
民
主
季
刊

理念層次（國家定位議題）所提出的反制論述。

因此，就「說理」的面向來說，台灣民主化訴求最困難的挑戰，其實是

「非常時期」背後以全中國為範圍的國家想像。如果人們持續這樣的想像，接

受台灣只是中國一省的說法，那麼台灣省籍在中央政府的重要政治職位及中央

民意代表中比例較低，似乎是相當「合理」的狀況。蔣經國上台後的「用人本

土化」及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更因此被認為是優惠本省人的措施，而

許多外省籍精英更因此認為戰後以來，本省籍才是佔有優勢的「優秀籍貫」

（見下文的討論）。反之，反對陣營所要求的大幅度民主化改革（特別是國會

全面改選、或總統直選），似乎是將台灣當成一個「國家」來思考，在當時可

能被許多民眾認為是超過合理範圍的要求。

儘管反對陣營在此一時期也提出了一些政府用人或制度有「省籍歧視」的

質疑，例如，在《台灣政論》中，康寧祥指出台北市警局高階主管本省籍比例

太低（康寧祥，1975）；姚嘉文（1975）則質疑高普考中錄取名額的「省區定

額」規定，使得本省籍考生錄取的機率遠低於外省籍。但是，這些公開的質疑

多半仍然侷限於本省人在地方性政府組織，或是進入基層公務人員的機會上受

到的歧視，而沒有直接挑戰本省籍在中央政府層級的低度代表問題。而且為了

平衡這些言論，《台灣政論》也刊登了和反對運動陣營立場並不相同的言論，

例如，國民黨籍的資深立法委員吳延還就兩度發表反對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的文章（吳延還，1975a, 1975b）。該刊也基於人道主義而注意到中下階層外省

人的「軍眷村」（郭雨新，1975）、「外省人苦悶」的問題（周棄兒，1975）。

不過，在1980年代以前，反對陣營追求「民主化」下的「省籍平等」之

「族群政治」訴求，相當程度被國民黨政府以「中國意識」、「民族團結」、

「社會安定」的反制論述所主導而移轉。不但絕大多數外省人接受「中國意

識」，大多數的本省人也認可這樣的國家定位。他們對於「省籍問題」的看

法，也因此連帶受到影響：他們大多數不認為台灣人受到國民黨政府的歧視，

甚至接受談論省籍問題是挑撥民族團結，不利社會安定的說法。在不能、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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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公開挑戰「中國國家定位」之狀況下，表三與表四的資料顯示本省籍反對精

英所強調的「本省人弱勢族群意識」，在1980年代初期仍然無法在一般民眾之

間普遍擴散，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1980年代以後族群政治議題的公共化

1. 反對陣營對於國家定位的挑戰

經過美麗島事件之後，反對運動陣營的新世代精英在1980年代除了不顧

被打壓的可能性繼續參與政治活動外（吳乃德，2001），更採取了和過去不相

同的挑戰策略：大量的出版黨外雜誌及黨外政論書籍，建構挑戰論述，在理

念上抗衡國民黨各種拒絕民主改革的藉口與說法（王甫昌，1996；彭琳淞，

2004a；陳翠蓮，2004），並且利用選舉的「民主假期」大加宣揚。更重要的，

反對陣營在1980年代以後提出的民主化要求，已經不再滿足於只能選舉一些

「增額」中央民意代表，而是要求能夠更大幅度地參與「中央政府」運作，並

且開始以兩岸分治的現實下，國民黨政權有效統治的範圍做為新的國家想像，

思考如何建構合理、公平、而民主的國家體制。1983年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

選舉中，黨外候選人組成中央選舉後援會，其共同政見的第一條，即是「住

民自決」的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全體的住民共同決定」（李筱峰，

1987:191）。這種升高的民主化要求，已經涉及對國家定位的新詮釋，需要的

對抗性論述和過去大不相同。此一時期黨外雜誌與黨外書籍在建構這些論述

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開始直接針對國民黨政權宣稱的中國法統基礎

進行的歷史探究，據以對「全中國」國家定位及來台的中央民意代表的正當

性，提出嚴重的質疑。

其中由林濁水、劉一德、尤宏、章學含（1982, 1983, 1984）為主的一群

黨外新生代精英，以「博觀叢書」之名義所出版的一系列黨外書籍，相當有

代表性，包括：《立憲．違憲．護憲》、《扯下法統的假面具》、《瓦解的帝

國》，以及林濁水、翁政生、陳文茜、蘇啟明（1984）所編《南京最混亂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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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大現形記》。這些書籍運用各種史料，以不同的觀點加以詮釋「中華民

族」、內戰時期「中華民國」行憲的混亂，以及當時來台的「法統」如何產生

等，試圖「揭穿國民黨神聖的假象」及破除國民黨的「統治神話」（陳翠蓮，

2004:17）。雖然這些書都遭到查禁，無法立刻在台灣社會中廣為流通，但是它

們卻在黨外精英的人際網路中廣為流傳、或是在海外被重新出版發行。⑯ 其論

述內容與觀點，後來更被黨外政治精英在選舉文宣及立法院質詢中的公開引

用，而漸漸被一般大眾接觸到，成為黨外陣營對抗國民黨的論述武器。⑰

這些歷史的發現與詮釋也在選舉的過程中向一般民眾宣揚。在1983年的選

舉中，黨外的宣傳單比較有系統討論的主題包括：（1）「住民自決」的議題；

（2）要求人民以選票重新的審判「美麗島事件」；（3）「國會全面改選」。至

於1986年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中，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宣傳單中的主題包括：

（1）新黨的保衛戰（如果選舉失敗，國民黨將大肆打壓剛成立的民主進步

黨）；（2）「住民自決」的議題；（3）開放大陸探親的議題；（4）總統直選；

（5）廢除國大、改造政府組織結構（莊天賜，2004）。

這些選舉訴求顯示，「國家定位」議題，漸漸成為反對陣營在1980年代以

後挑戰國民黨的重點。除了「住民自決」外，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廢

除國民大會代表、根據台灣現狀調整政府組織結構等，都是在新的「國家定

位」理念下所提出的主張。雖然這些選舉宣傳中，似乎沒有公開主張「台灣獨

立」，⑱ 但是黨外陣營中，已經出現這樣的主張與公開論述。新潮流辦公室在

1984年前後出版的《到獨立之路：新潮流與台灣獨立》，應該是黨外書籍中，

最早討論「台灣獨立」議題的著作（陳翠蓮，2004:18）。而1986年民進黨成立

⑯ 《瓦解的帝國》一書在1983年出版遭到查禁後，1984年在美國加州由台灣出版社以《瓦

解的華夏帝國》之書名重新出版。
⑰ 在1983年增額立委選舉中，黨外選舉後援會所提名的方素敏（林義雄之妻）有一份批評

「萬年國會」正當性的選舉傳單〈這算哪門的法統〉；余陳月瑛也有一份傳單就叫〈扯下

法統的假面具，還我憲政的真民主〉（莊天賜，2004:49）。
⑱ 楊祖珺甚至強調：住民自決與台獨無關，而是民主化的原則（莊天賜，20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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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該年推薦的立法委員候選人十二項共同政見中的第四條主張：「尊重國

民主權原則，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更是反對陣營首度將

民選公職職位的訴求，向上提升到總統的層級（莊天賜，2004:51, 58）。⑲ 公

開主張台灣應該獨立，或是將台灣的現狀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去思考、

設計合理而公平的民主制度，是1980年代以後反對陣營挑戰國民黨政權的論述

中最新的元素。

本文特別強調「公開主張」，是針對上述「一般民眾如何被說服」的問題

意識而產生的論點。關於「國家定位」的討論，如果沒有成為公開的訴求或論

述，而只是在政治或文化精英之間私下流傳，那麼，在台灣新世代成長過程中

受到國民黨政權嚴格的思想教育影響之狀況下，這種論述很難去說服一般人。

作者當然不會認為這些「首次」公開提出的政治主張或想法過去不存在；很少

有政治理念或訴求是全新的、過去從來沒人想過或提過的。不過，就提出新的

世界觀以對抗舊有的主導論述的「共識動員」來說，如果這些新的想法只是

存在於少數的精英或比較私人的社會網路間，不能或不敢公開提倡與討論，那

麼，這樣的想法很難產生超越原有人際網路之外，說服或爭取新的支持者的作

用。因此，如果要解釋一般人如何被這些論述說服，那麼出版書籍或雜誌、在

國會提出質詢、或是在選舉競選的過程中公開提出這些說法，是能夠讓這些論

述發揮說服原先與反對陣營並無任何淵源、或社會關連的潛在支持者之必要機

制。

不過，也正如同大多數社會或政治運動一樣，運動者所提出的新論述是不

是能夠被一般民眾、以及更重要的握有權力的精英所接受，經常不是運動者本

⑲ 這當然不是第一次有黨外候選人提出「總統直選」的政見，黨外前輩郭雨新1975年最後

一次參加立委選舉時，就提出過要求「總統直選」的政見（李筱峰，1987:120）。不過如

果對照於1983年、1985年黨外中央後援會在選舉時所提出的共同政見中，最高只（敢）

要求到「省長直選」，尚未（或不敢）提出「總統直選」（李筱峰，1987:192, 212），那

麼，我們似乎可以說，要求「總統直選」應該是到1986年才成為反對陣營的公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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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努力能夠單方決定，而是有賴於其他外在條件的配合。如果說台灣民主運

動中最大挑戰，是必須改變一般人「國家定位」想法、而迫使執政者必須跟著

改革，在當時國民黨政權傾全力壓制及防堵「台灣獨立」觀念的狀況下，這種

權力不均衡的論述競爭，的確不容易立即產生劇烈改變。本文認為，最終讓這

種論述對抗情勢丕變的原因，除了1980年代前半葉，「江南命案」、「陳文成

命案」受到國際（特別是美國）的壓力，以及國內發生了「十信金融風暴」、

「餿水油事件」、「海山煤礦事件」等，重重打擊了國民黨「大有為政府」形

象，為反對陣營所帶來挑戰機會，也迫使蔣經國必須開放自由化改革外，更重

要的是因為「本省人」及「外省人」之間的族群不平等問題，在自由化改革過

程中，意外成為政治辯論的焦點，而連帶的造成戰後新世代實質國家範圍想

像，以及「弱勢族群意識」的重大變化。而李登輝擔任總統後，國民黨內部的

省籍權力鬥爭，更使得李登輝為了制衡保守派，而運用已經逐漸浮現的本省人

弱勢族群意識，進而推動了民主化轉型最困難的改革：國會全面改選。

2. 「省籍不平等」議題的公共化

前面提到本省籍反對精英強調本省人雖然是人口比例上的多數，但是卻是

政治上的弱勢族群的說法。不過，這只是台灣族群政治圖像中的部份而已。

「外省人」做為人數較少但握有全國性政治權力的「優勢族群」，其實也有相

當的不安全感；而許多非精英背景的外省人，更認為自己才是台灣社會中真正

的弱勢族群。

國民黨遷台後政治制度與安排，特別是在中央級政府制度設計上，不僅剝

奪了台灣省民參與中央政府政治的權利，引起黨外精英長期的抗議外，也剝奪

了少數政治權貴之外，多數外省籍一般民眾的參政權。⑳ 在全中國的國家範圍

⑳ 吳淑珍1987年3月那篇質詢其實也已指出：「四十年來壟斷台灣政治權力的統治階層，僅

是外省人中的絕對少數，其他95%以上的外省人並未分享任何利益，……執政當局過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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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下，國民黨政權既然是為了籠絡本省籍精英及平撫反對者要求實施地方自

治而開放省以下的各級地方選舉，當然不太鼓勵外省籍人士參選。不過由於這

是「台灣省」地方自治，外省籍較少參與的狀況過去並未被當成問題。然而在

1969年國民黨決定不提名外省籍參選「中央民意代表」補選時，就引起外省籍

青年的反彈。1972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以後，開始象徵性的提拔本省籍青年

進入黨政系統（所謂的「吹台青」政策），更使許多新生代外省人覺得「生不

逢地」。

這些作法導致部分外省籍學者，包括社會學者龍冠海及政治學者魏鏞，在

1970年代出版的論文中提到「台灣光復以後本省人有比外省人更多的特權」

（Lung, 1971:19-20）或是「外省籍在台灣是收入較低的群體」，以及「本省籍

近年來在中央政治權力比例上的重大進展」（Wei, 1976:260, 264-65）的說法。

魏鏞（Wei, 1976:268）特別呼籲政府及台灣籍精英，為了台灣安全與未來發

展，應該特別注意外省籍青年：「如果年輕一代外省人的經濟狀況沒有改善、

政治參與機會繼續受到限制，可能會造成嚴重性不亞於台灣人不滿的不良政治

後果」。這些說法反映了當時外省籍青年對於自己在台灣社會中的不利處境的

普遍認知。在1970年代以後，外省人是台灣社會中弱勢者的想法便屢見不鮮。

許多人往往提到報紙上徵人廣告出現「限台籍」的條件，來說明外省人在台灣

受到歧視（張潤書，1976:2；中國論壇，1982:11-12, 31-34）。

這些在台灣社會中因為共同的「外省籍」身份而受到的歧視待遇經驗（不

論是否為親身經歷），使得父親來自大陸各省份的外省第二代，逐漸意識到不

論其籍貫是大陸的哪一省，這種經驗差異都不大，重要的是「外省籍」這個身

份類屬。這樣的共同不平等的政治及經濟位置之感知，使得外省第二代即使有

省籍理由排斥臺灣人，其結果不僅是台灣人，連絕大多數的外省籍人也成為受害者」（立

法院公報，1987a:29-30）。不過，這些平衡性的說法，顯然沒有引起注意。這種說法也可

見於部分外省籍第二代的非權貴子弟，例如，當時任教政大的朱新民、或曾經擔任過立

委的雷渝齊（王銘義，1987）。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族群政治議題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的角色  119

臺
灣
民
主
季
刊

大陸各省份之間的語言或文化差異，仍然發展出「外省籍」做為一個弱勢族群

（類屬）的族群想像。這種想像超越了外省籍來台第一代原來以大陸省份、縣

市、甚至鄉鎮作為範圍的地域性認同，㉑ 而以在台灣社會內部其他有類似處境

者為團體認同的對象。本文表一及表二中分析結果就發現：不少外省籍民眾早

在1984年就有相對於本省籍人士的被剝奪感。在這些相對剝奪感的背後，其實

也隱含了將「台灣社會」視為其生活、工作、與投入的實質社會範疇，雖然這

和想像的「祖國」有差異。

這些早在外省人之間流傳的說法，在1980年代反對陣營提高其挑戰的層次

後，也漸漸成為新世代外省籍政治精英，在反制反對陣營質疑省籍問題時的說

法。在1987年初，民進黨成立後首度投入選舉而當選的11位增額立法委員，為

了凸顯國會結構不合理，對資深立委的攻擊與抗爭，掀起前所未有的政治風

暴，也使立法院成為媒體報導與全國注目的焦點。反對陣營的這些抗爭行動，

也使得外省籍第二代的精英開始對外省籍的一般民眾進行「弱勢族群意識」動

員。本文一開始提到的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吳淑珍1987年3月25日那篇質疑國民

黨省籍歧視的質詢，正是在反駁當時某些學者指稱「外省子弟受到排擠」（楊

力宇）、「外省人在台灣選舉中代表性不足」（丘弘達），以及國民黨籍的立法

委員簡漢生及趙少康稍早提出的「近數十年來，本省籍才是優秀籍貫」及「政

治及經濟上外省人都是弱者」的說法（立法院公報，1987a:28）。

這些關於誰才是弱勢者的辯論與爭議，顯現了台灣社會中長期以來即存在

著兩種針鋒相對的「弱勢族群」論述：本土反對陣營所強調的本省籍在政治上

及文化上居於弱勢的論述，以及外省籍（特別是第二代）強調外省人在政治上

及經濟上是弱勢者的論述。1982年《中國論壇》針對省籍問題所做的「正視地

域觀念問題」的專題中，參與的學者與新生代在討論所謂的「地域觀念」發展

㉑ 在一般外省籍第一代移民的觀念中，同省、同縣市、同鄉鎮的人，分別被稱為「同鄉」、

「小同鄉」、「小小同鄉」，其關係之親疏遠近相當明確（一得，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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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時，即已提到這兩種互不相讓的說法（尤其是李鴻禧、陳少廷及楊國樞

對談的部分）（中國論壇，1982:6-19）。吳淑珍的質詢，其實也不是最早在立

法院中提出國民黨政府歧視台灣人的說法者。林樂善、許榮淑、蔡勝邦等三位

無黨籍或黨外立委，分別於1984年3月9日、16日，以及6月15日在立法院提出

過關於「省籍歧視問題」的口頭質詢（立法院公報，1984a, 1984b, 1984c）。

其中，許榮淑在3月16日的質詢內容，更是在國會中最早以「相對人口比例」

的概念（本省籍佔了85%，對比於本省籍中央民意代表的比例（國代8.9%，

立委16.2%，監委35%），而質疑國民黨政府的「省籍歧視」（立法院公報，

1984b）。不過，這次國會議場中激烈的答詢爭辯，卻因為國民黨政府及主流媒

體相當低調的處理，㉒ 因此沒有引發任何後續的發展。相對的，吳淑珍在1987

年所提出的質詢，卻因為立法院成為全國注目的焦點，加上國民黨政府強硬的

回應及主流媒體大幅的報導，以及一連串後續的發展，㉓ 而讓過去若隱若現的

省籍隔閡問題，正式被攤開來在公共論壇中討論。

相對於過去反對陣營長期對於省籍問題的挑戰方式，吳淑珍這篇質詢中，

更完整地提出了一個評估政府在用人「省籍歧視」狀況的新概念及證據。為了

反駁「外省人在政治上是弱勢者」的說法，她指出本省人佔了台灣人口85%，

在許多重要領域所佔比例卻都遠低於此，甚至僅佔絕對少數（包括中央民意代

表17%、歷屆國民黨中常委13.6%、中央政府高級首長14%、軍方少將以上將軍

4.3%、警政署的全國高級警官7.3%）（立法院公報，1987a:28）。這個說法中包

㉒ 例如，《聯合報》在隔日的報導中，只強調「立法委員許榮淑昨天在質詢中再度提到台灣

前途應由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決定」，以及邱創煥的答覆。至於質詢及再質詢的重點「省籍

觀念問題」，該項報導中只有最後一句話輕描淡寫地提到：「許委員昨天曾就省籍觀念問

題提出質詢」（聯合報，1987a）。
㉓ 這個議題引發的反應與討論，隨後在主流媒體上出現、有代表性的，至少包括：（1）研

究語言學的中研院新科院士丁邦新（1987）在《聯合報》上發表「一個中國人的想法」，

引發熱烈的回應，聯合報後來並將該文印了兩百萬份供各界索取；（2）《遠見雜誌》

（1987）在以「省籍是問題？」製作了一個封面主題；（3）《中國論壇》在1987年10月25
日推出「中國結與台灣結」研討會的專題（王甫昌，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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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三項觀念改變：

（1） 「社會體系範圍」之界定：由過去包括大陸各省在內的國家社會範

圍，轉變為目前政府實質統轄的「台閩地區」；

（2） 社會內部群體身份之定位：具有大陸各省籍貫的「外省籍人士」，不

再被當成是大陸各省在台灣的政治代表，擁有特殊政治身份；他們

被視為和台灣省籍貫者一樣，是台灣社會中擁有平等權利的公民之

一部分；

（3） 評量社會分配是否公平之標準：社會團體（省籍群體）之間在重要

資源或報酬分配上是否公平，應以各社會團體人口比例為基線去衡

量，也就是用相對比例（王甫昌，2006）。

這個概念上的轉變，等於宣示揚棄了過去以中國各省為國家範圍來界定台

灣省籍與大陸各省籍人民的身份與位置，而改用現實主權範圍做為社會體系的

範疇，來定位所謂「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分類；而他們評價社會中不同群

體的權力或其他資源分配是否公平之標準，有相當差異。前者由民族利益作為

最高價值的角度出發，可以接受不同文化群體適用不同的標準，甚至接受暫時

的群體不對等權力分配或安排。後者比較接近西方社會在多元主義的架構下，

所強調的理想族群關係模式：社會中的成員不應因為特殊的文化身份而受到不

平等的待遇。這也是前面「弱勢族群意識」所預設的族群公平概念。這個轉變

可以被描述為由「中國的省籍」分類概念轉變為「台灣的族群」分類觀念（王

甫昌，2005）。

如果採用這個新概念與評斷標準，那麼過去國民黨政府在回應黨外陣營質

疑政府用人有省籍歧視時，所提出的「本省人在各級地方政府職位已經佔多

數」的說法或數據，㉔ 因為顯示了外省人所佔有的比例，都遠超過15%以上，

㉔ 事實上，行政院副院長邱創煥在1984年回答許榮淑的「省籍歧視」質詢（參見註22）
時，就是採用這樣的說法（立法院公報，1984b: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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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居於相對多數，反而成為政府用人上歧視台灣人的證據。

由於這個質詢所引發的「省籍問題」討論被高度公共化，上述這套新的評

價省籍公平標準的不同元素，也因為被大量討論，而漸漸為一般人所熟知。例

如，《遠見》雜誌1987年「省籍是問題？」的專題中，就詳細列出了台灣地區

「本省籍」與「外省籍」的人口數量與比例的數字。過去除了官方統計文書之

外，這一類的資料與數字，很少出現在一般傳播媒體上。這些過去只有少數政

治精英或學術工作者知悉或關切的「事實」，也跟著這些討論的公共化，進入

一般人對生活世界的意識中。

讓這個新的概念能夠被快速傳遞與擴散的另一項重要原因，則是因為不

僅是本省籍的反對精英而已、外省籍第二代非權貴的精英，也是採用類似的

概念來宣稱自己是「弱勢族群」或「少數族群」；只是二者的所提到的不公平

十分不同。過去外省第二代子弟，在台灣透過選舉而參與政治的機會相當受

到限制。1969年中央民代增選時，國民黨不提名外省籍青年在台北市參選造

成的不滿，雖然在隨後的選舉中有改善，但是外省籍當選的比例仍相當低。

1972年及1975年的增額立委選舉中，外省籍各只在台北市當選兩席。㉕ 即使到

了1986年，除了軍系所支持的參選人之外，趙少康是唯一能夠當選區域立委的

外省籍第二代。㉖ 在民進黨成立及其挑戰議題層次升高，以及政治自由化的刺

激下，「外省籍第二代參政危機」成為相當顯著的政治議題，也激發了外省籍

民眾的弱勢族群意識的政治動員，而大量投入選舉。其動員成效也相當可觀：

1989年增額立委選舉中，台北市的12名立委當選人有7位是外省籍，台灣其他

地區也有18名立委當選人是外省籍（林嘉誠，1989）；外省籍佔該年全部79位

㉕ 當時包括台北市及台灣省一、二選區在內的區域選區，一共分別選出27、28席增額立

委。
㉖ 僑選立委簡漢生即表示，在1986年當選的73位增額立委中，只有三位外省籍第二代，除

了兩位軍方輔選的代表外，只有趙少康一位（《美洲世界日報》，1999）。美洲世界日報》，1999）。世界日報》，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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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立委當選人的31.6%。對此結果，當時即有學者認為是「意涵著外省族群

面對政治轉型的壓力，產生危機意識，進而凝聚力量的投票取向」（彭懷恩，

1989）。

也因此，1980年代末期以後，台灣政治場域中也出現了一項過去沒有的

狀況及條件：本省籍與外省籍候選人大規模地在選舉中進行實質的競爭。「省

籍」的族群因素在選舉過程中的作用，不再只是背景或動機，也成為選舉動員

的手段。過去外省籍（特別是眷村）的選票，在少有外省籍候選人的狀況下，

經常被國民黨動員來支持同黨籍的本省籍候選人，現在可以轉移到外省籍候選

人的身上。這樣的族群政治競爭情勢，在1994年趙少康參選台北市長選舉時更

是明顯。這種競爭也提供了一個有利於不同類型「弱勢族群意識」擴散的機

制。

3. 族群概念對台灣民主化進程的影響：以「國會全面改選」的攻防為例

「本省人弱勢族群意識」的出現與擴散，在台灣民主化轉型過程中所扮演

的角色，可以由「國會全面改選」之促成來觀察。

「國會全面改選」的訴求是台灣的民主運動陣營長期的目標。然而除了

1971年的短暫公共討論，也促成政府開放定期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外，這項

議題很少被國民黨政府正面回應。在1980年代初期，反對陣營對於不改選的中

央民代法統基礎以黨外書籍的歷史討論、及選舉時列入共同政見的方式挑戰。

國民黨政府在1986年表示將研議「充實中央民意機構」時，預設的底線並不包

括接受完全由台灣地區選出、沒有大陸代表的方案，因為這意味著象徵性地放

棄「代表中國」之宣稱。早在蔣經國於1986年3月宣示這項研議計畫之前，就

有傳聞政府將採納國民黨籍學者在國大憲政研討會中主張以「省籍名額分配

制」做為解決中央民意代表問題的方案，而引起黨外立委許榮淑在1985年12月

10日向行政院提出書面質詢（立法院公報，1985）。1986年年底的增額立委選

舉中，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仍然以「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做為共同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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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以後民進黨更發動一連串「國會全面改選聖火傳遞」運動，讓這個

問題的爭議逐漸擴大成為朝野關切的重要議題。雖然因為國會的多數大陸各省

籍資深成員自然凋零，全面改選已經「勢在必行」，㉗ 然而，國民黨一直堅持

保留某種形式的大陸代表制。1987年1月23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在年終記者會

中即表示：「中華民國不只是台灣地區，中華民國的中央民意代表同時也要代

表大陸淪陷區和海外的僑胞」；㉘ 當時國民黨立場是，未來的國會將保留海外

及大陸淪陷區代表。即使到1989年7月，主流媒體上都仍然出現國民黨中央成

立研究小組，評估設立大陸代表制的適法性及可行性的新聞。㉙

然而，1987年立法院11位新科民進黨籍立委進入，立法院衝突成為全國注

目焦點之後，部分國民黨籍的本省籍立委，也開始公開地發言反對在充實中央

民意代表機構的方案中，設立「大陸代表制」。根據作者蒐集與整理《立法院

公報》的資料，由1987年到1990年之間，至少有下列立法委員在36次書面及口

頭質詢中談到於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中設置「大陸代表制」問題（參見表五）。

由表五的資料來看，可以發現表示反對設置「大陸代表制」者，除了民進

黨籍的本省籍立委外，也包括了許多國民黨籍的本省籍增額立委、一位國民黨

籍本省籍的資深立委（梁許春菊），以及兩位無黨籍的本省籍增額立委；表示

贊成者則包括大陸各省籍的資深立委（國民黨、他黨、及無黨籍都有）、國民

黨外省籍的增額立委，以及僑選的增額立委。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

創黨員、唯一的大陸籍資深立委費希平，也因為退職條件及民進黨的「台獨思

想濃厚」，而在1988年12月19日宣布退出民進黨，並在退黨後兩度在立院質詢

㉗ 連蔣經國在生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亦即1987年12月25日行憲四十週年的紀念大會上，

都公開宣示：「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勢在必行」（聯合報，1987b）。
㉘ 俞國華當時是國民黨研議六項革新議題十二人小組成員之一，其發言有一定的代表性

（聯合報，1987c）。
㉙ 該項報導並沒有引述任何人的正式說法，而是記者以「據悉」、「據了解」的方式報導這

項新聞（孔維勤，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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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立法委員關於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設置「大陸代表制」之立場
（1987-1989年）

時間 姓名 質詢內容（立場） 卷（期）：頁 背景（黨籍、省籍、身份）

1987/03/03 黃主文 反對大陸代表制 76（18）：38-39 國民黨、本省籍、增額

1987/03/06 林鈺祥 反對大陸代表制 76（19）：21-28 國民黨、本省籍、增額

1987/03/10 王寒生 主張設大陸代表 76（20）：72-74 國民黨、松江省籍、資深

1987/03/10 吳德美 反對大陸代表制 76（20）：79-82 國民黨、本省籍、增額

1987/03/10 許榮淑 反對大陸代表制 76（20）：86-87 民進黨、本省籍、增額

1987/03/17 林健治 反對大陸代表制 76（22）：35 國民黨、本省籍、增額

1987/03/20 陳適庸 反對大陸代表制 76（23）：9-11 國民黨、本省籍、增額

1987/10/16 張俊雄 反對大陸代表制 76（83）：94 民進黨、本省籍、增額

1987/10/23 林源朗 反對大陸代表制 76（85）：41 國民黨、本省籍、增額

1987/11/17 吳淑珍 反對大陸代表制 76（92）：40-41 民進黨、本省籍、增額

1988/03/31 林可璣 贊成大陸代表制 77（27）：87-91 國民黨、福建省籍、資深

1988/04/05 林炳康 贊成大陸代表制 77（28）：60 國民黨、福建省籍、資深

1988/04/15 周書府 反對全面改選 77（31）：38-42 國民黨、江蘇省籍、增額

1988/04/19 吳淑珍 反對大陸代表制 77（33）：158-160 民進黨、本省籍、增額

1988/05/13 林聯輝 反對大陸代表制 77（39）：94-95 國民黨、本省籍、增額

1988/05/17 林鈺祥
反對大陸代表制，建議
有限期大陸保障名額

77（40）：91 國民黨、本省籍、增額

1988/06/07 溫興春等 
19位①

反對大陸代表制 77（46）：140-143 皆本省籍、增額；17位國
民黨、2位無黨籍

1988/10/11 林永瑞 反對大陸代表制 77（82）：25-26 國民黨、本省籍、增額

1988/10/11 王寒生 主張設大陸代表 77（82）：50-55 國民黨、松江省籍、資深

1988/11/15 儲家昌 主張設大陸代表 77（92）：25-27 國民黨、江蘇省籍、資深

1988/12/20 吳淑珍 反對大陸代表制 77（102）：71-72 民進黨、本省籍、增額

1988/12/27 牟宗燦等 
14位②

主張設立大陸代表制 77（104）：94-95 參見說明②

1988/12/27 黃主文 反對大陸代表制 77（104）：82 國民黨、本省籍、增額

1989/01/20 黃玉明等 
15位③

主張大陸代表制 78（6）：84-86 15位皆為國民黨、大陸各
省籍、資深

1989/03/21 費希平 贊成大陸代表制 78（23）：36-38 無黨籍、遼寧省、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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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03/28 楊大乾 贊成大陸代表制 78（25）：273-4 國民黨、西安市、資深

1989/04/04 黃玉明 贊成大陸代表制 78（27）：50 國民黨、廣東省、資深

1989/06/13 李勝峰 反對大陸代表制 78（47）：28-31 國民黨、本省籍、增額

1989/09/09 林鈺祥 反對大陸代表制 78（75）：211-2 國民黨、本省籍、增額

1989/09/19 費希平 贊成大陸代表制 78（75）：76-79 無黨籍、遼寧省、資深

1989/10/13 梁許春菊 反對大陸代表制 78（79）：42-5 國民黨、本省籍、資深

1989/10/27 林可璣 贊成大陸代表制 78（86）：41-4 國民黨、福建省籍、資深

1989/12/29 李海天 贊成大陸代表制 78（104）：179-82 國民黨、僑選、增額

1990/04/10 洪昭男 反對大陸代表制 79（29）：78-80 國民黨、本省籍、增額

1990/06/26 陳哲男 反對大陸代表制 79（51）：62-63 國民黨、本省籍、增額

1990/10/23 左光煊 贊成大陸代表制 79（85）：86-87 國民黨、僑選、增額

資料來源： 作者由《立法院公報》整理而得。

說　　明：①�表示包括溫興春、劉興善、吳梓、廖福本、張堅華、林天生、林庚申、林時

機、林聯輝、林鈺祥、洪玉欽、紀政、蔡中涵、蔡勝邦、許張愛簾、陳適庸、

黃主文、黃明和、黃正雄等19位本省籍增額立委；其中除了黃明和與蔡勝邦為

無黨籍外，其餘皆為國民黨籍。

　　　　　②���表示包括牟宗燦、丘亮實、周書府、嚴諾、朱永匡、楊慶南、汪振華、簡漢

生、莫翔興、蕭楚喬、謝汝彬、馬國祥、馮彥、黃武仁等14位增額立委。其中

周書府、蕭楚喬、黃武仁為外省籍、國民黨籍、區域立委；其餘13位皆為僑選

立委，除汪振華（中國社會民主黨籍）外皆為國民黨籍。

　　　　　③���表示包括黃玉明、伍根華、侯紹文、劉秋芳、史敏濟、方冀達、汪新民、涂公

遂、牛踐初、王夢雲、王大任、王寒生、穆超、陳紀瀅、黃強等15位。

（續表五）

中表達贊成大陸代表制之立場。因此，除了海外遴選的僑選立委外，贊成與反

對「大陸代表制」壁壘分明的兩個陣營，是以外省籍、本省籍區分的。

這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四位民進黨籍的立委發言反對設置大陸代

表制（這符合其一貫的立場）以外，國民黨籍的本省籍增額立委至少有幾十位

發言表示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主要是認為這將造成省籍隔閡（黃主文、吳

德美）、「省籍分裂意識」（林永瑞），或為了「避免雙重標準」（林源朗）、

「避免省籍衝突」（林鈺祥）。例如，林鈺祥在向行政院長針對「大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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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提出質詢時就指出：

本席認為三十幾年來，政府無論對內對外，一再強調政府施

政沒有省籍差別，且從未公布任何區別省籍的法令。政府對

外說明時亦表示，住目前臺灣民眾皆來自大陸，只是來的時

間先後差異而已，並無省籍差別。尤其多年來住於臺灣的民

眾，經過同學、同事及婚姻的關係中，省籍觀念已有相當的

淡化，今天若有任何法令重新區別省籍觀念的話，將再度挑

起省籍的衝突，引起莫名的糾紛，燃起不必要的危機（立法

院公報，1987b:22）。

這顯示，他們一致地認為政府未來充實中央民代的方案中，計畫設置大陸

代表制的作法，將會造成省籍隔閡與衝突，是雙重標準的作法。在這一點上，

這些國民黨的本省籍立委似乎間接接受了民進黨人對於國民黨政府「省籍歧

視」台灣人的說法；至少認為這種制度設計將會造成省籍衝突或分裂。

以上這些在立法院內公開發言的重要性在於，過去國民黨的本省籍增額立

委，幾乎不曾針對任何比較敏感的政治議題在立法院內表示過意見，更不必說

公開反對執政黨的政策與方案了。尤其是這當中前四位的發言時機，是蔣經國

仍然在世時，而且是該年的「二二八」之後。當時正逢「二二八事件」四十

週年，反對陣營在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發動下，於2月14日開始到3月1日為

止，在台灣各地發動了19場群眾活動，推動將二二八訂定為和平日的工作（二

二八和平日促進會，1987）。這些活動引發了社會中非常兩極的反應。這樣敏

感的時機下，首度有國民黨本省籍立委這樣的發言，因此有相當重要的象徵及

實質的意義。他們雖然仍有不少人批判民進黨「住民自決」的主張或「不認

同中華民國」（例如，黃主文在立法院中的質詢），但是卻紛紛基於「族群和

諧」的理由，表示反對中央民意代表設置大陸代表的方案。

不過，就本文的主要論旨來說，我們如何能夠確定這些國民黨本省籍增額

立委反對國會中設置「大陸代表制」的言論，真的反映了其選民的需求，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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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精英之間競爭策略的運用而已？這可以由這項國會全面改選的方案遲遲無

法定案的原因與後果見其一端。當時外省籍資深立委為了推動及確保新國會

中設置大陸代表制，遲遲不願意自動退職，使得國會全面改選的方案，充滿不

確定性。本省籍的增額立委吳德美早在1987年10月20日的立院質詢中，就提出

「走走停停的改革，比不改革危險」以及「民間的期待已經漸不耐煩」的警告

（立法院公報，1987c）。而大陸省籍資深立委提出的設置大陸代表制的理由，

除了「象徵中國主權」之外，也包括保障外省籍第二代在台灣的參政機會。而

保障外省籍第二代參政機會的理由，正是許多本省籍增額立委反對的焦點。林

鈺祥認為，「想設立大陸代表制的人，是要藉由大陸代表的名義來製造特權，

使權貴子弟、老民代子弟或夤緣權貴的人物可以不經選舉，取得中央民意代表

的資格，一般外省籍第二代子弟沾不到邊，也得不到實質利益」；他也警告，

如果國民黨不在1989年「年底大選之前表明態度，絕不設置大陸代表制，必將

流失大量選票」（陳柔縉，1989）。這個警告後來果然成真，儘管外省籍第二

代大量參選成功（當選者中有31.6%為外省籍），國民黨在該（1989）年的立委（1989）年的立委年的立委

選舉中，卻比前一次（1986年）流失了10%以上的選票；許多國民黨本省籍候

選人也因此落選。在選後的檢討中，趙少康即認為是因為「老委員退職太慢，

欺騙了選民」，使民眾用選票教訓國民黨。本省籍的林鈺祥也認為國民黨在台

北市提名四位本省籍候選人，有三位落選，只有他因為講退職問題才當選；

落選的本省籍現任立委黃書瑋也認為他因為沒講退職問題才落選（何旭初，

1989）。這說明了「國會全面改選議題」在本省籍選民之間引發的不滿，迫使

本省籍立委不得不有所反應。也正是因為外省籍第二代候選人在1989年立委選

舉中的大量當選，使得外省籍第二代在台灣政治參與受限的疑慮消除不少，而

間接瓦解了設置「大陸代表制」此一保障性制度之必要性。外省籍第二代動員

「弱勢族群意識」的政治成果，也因此有助於掃除導致「國會全面改選」方案

遲滯不前的重要障礙：因為要求設置「大陸代表制」而抗拒退職的資深中央民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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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省籍弱勢族群意識」的擴散，也可以由部分比較偏向國民黨主

流派的媒體，也開始以政治權力分配中的省籍不均衡問題，批評非主流派之行

動看出。1990年李登輝提名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不久後，在該年稍早的「三月

政爭」中站在支持主流派的立場的《自由時報》，7月下旬以7個頭版頭條新聞

的方式，報導中央政府各個不同部門中，本省籍與外省籍的人數或比例（參見

表六）。這些報導的目的，在於揭露當時外省籍精英仍在台灣不少重要權力位

置上握有優勢的事實，以反擊部分國民黨外省籍精英企圖在後蔣經國時期仍然

掌握國民黨的權力鬥爭（王甫昌，2005）。

這些報導根據的資料，和吳淑珍1987年那篇質詢一樣，都是根據各個政府

機關所編印的通訊錄上記載的官員之籍貫，稍加統計即得。這些政府機關定期

編印的機關通訊錄中，過去總是詳細列出的各級官員之籍貫背景，原先只是反

映整個政府體制所根據的中國國家想像概念下，各省份區分的慣例。然而在新

的「台灣主體」的族群概念下，這些資料所彙整出來的「外省籍在重要權力位

置佔相對優勢」的圖像，卻成為評估國民黨政府用人省籍考量或歧視的具體證

據。

表六　《自由時報》1990年7月間有關政治職位省籍比例的頭版頭條新聞標題

日　期 標　　題　　內　　容

1990/07/19 42位內閣政務官　外省 / 本省比例4：3

1990/07/20 立委　外省 / 本省40：23　　監委　外省 / 本省2：21

1990/07/21 軍方核心將領　外省 / 本省比例17：2

1990/07/22 國民大會代表　外省 / 本省比例599：78

1990/07/23 總統府資政 / 國策顧問　外省 / 本省比例31：8 / 75：8

1990/07/26 警界高階警官　外省 / 本省比例29：4

1990/07/30 省府小內閣　外省 / 本省比例3：20

資料來源： 王甫昌（2005:98）。原資料中有些「本省」比例在前、有些在後，經本文評審之

一提醒，本表將「外省籍比例」統一放在前，以利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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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轉變，也導致戶籍法上本籍登記的規定（用於規範個人「籍貫」的認

定與登記），在1992年6月23日在立法院由國民黨籍立委聯手提案下，正式通

過刪除。過去反對黨一直要求刪除或修正本籍規定這項構成個人「省籍身份區

分」的規定，但是國民黨政府從未應允。這主要是因為當時對台灣居民所做

「籍貫」區分，是支持「中國國家想像」的政治制度設計中，相當重要的制度

性基石之一。就法律規範來說，來台的大陸各省的中央民意代表，代表各省

份人民行使職權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他們的籍貫身份，以及他們當年是

由籍貫所在地的人民投票選出。如果要維持國會中「大陸代表制」，「本籍登

記」將是主要的支撐制度之一。然而當國會全面改選的方案在1991年6月21日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成261號釋憲令，要求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必須在該年底

全數退職而定案後，這項規定的需要便已消失。因此1991年6月25日立法院討

論戶籍法修正案時，國民黨籍立委蔡璧煌等67人，便臨時提案要求將本籍改為

出生地，他們指出的理由是：「為澈底解決『省籍情結』的形式之爭，促進國

家內部的團結與和諧，正本清源之方，應以出生地為本籍記載之依據，以消除

目前『省籍標籤』的流弊與嫌隙，特擬具『戶籍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立

法院公報，1991a:21）。㉚ 隔日（1991年6月26日），同屬國民黨籍的張志民等

21位委員又臨時提案：「為根本解決省籍問題，進一步避免地域偏狹觀念，加

強國家認同，特擬刪除戶籍法中有關本籍規定之相關條文」（立法院公報，

1991b:13-14）。㉛ 其實，他們所說「省籍標籤」並不是省籍隔閡問題的核心，

執政者在政治制度設計上，以及用人的政策上以省籍為考量，才是問題。

由這些劇烈的變化可知，1980年代初期以後，黨外陣營及民進黨對所謂的

「萬年國會」正當性的抨擊，雖然無法讓過去多數國民黨的支持者改變其政黨

支持的立場，但是卻成功地讓不少人接受了「國會全面改選」的說法及詮釋。

㉚ 參與連署的67人中，只有四位是無黨籍，其餘都是國民黨籍增額立委。
㉛ 21位連署的委員全部是國民黨籍增額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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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主要的關鍵之一，就是在於他們以評價族群公平的新概念，重新定義過

去國民黨主導建立的中央政府體制及安排，對於本省人形成「省籍歧視」的結

果。這個新觀念相當有效的鬆動了、甚至可以說瓦解了過去在「中國國家定

位」下中央政府及國會的安排的合理性。在1987年省籍問題的公共化以後，過

去缺乏「弱勢族群意識」的本省籍民眾，也開始發展出這樣的意識。表七前述

將1994年社會意向調查的資料中，本省籍民眾的「弱勢族群意識」與其政黨支

持的狀況進行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本省籍的民進黨支持者的確是「弱勢族群

意識」最高的群體（68.2%認為外省人政治權力比閩南人大）。不過在國民黨的

支持者間，也有51.7%持這樣的觀點。本省籍民眾之間這樣普遍的「本省人弱

勢族群意識」，正是讓李登輝能夠在1990年運用來對抗黨內的保守派，而推動

老代表全面無條件退職、及不設大陸省份的國會全面改選之方案的重要民意支

持之因素。

表七　台灣本省籍民眾對於不同族群權力差異的觀感，按政黨支持分（1994年）

「大陸各省籍」政治權力比「本省閩南人」
總　計

小 一樣 大

民進黨
  10

(15.2%)
  11

(16.7%)
  45

(68.2%)
  66

[  8.7%]

無黨籍
  65

(13.9%)
106

(22.7%)
295

(63.3%)
466

[61.2%]

新　黨　黨黨
    9

(33.3%)
    3

(11.1%)
  15

(55.6%)
  27

[  3.5%]

國民黨
  54

(26.6%)
  44

(21.7%)
105

(51.7%)
203

[26.6%]

總　計
138

(18.1%)
164

(21.5%)
460

(60.4%)
762*

100.0%

資料來源：伊慶春（1994）。
說　　明： Pearson Chi-Squares = 22.671, DF = 6, p = .001。( )：橫行百分比；[ ]：直列百分

比；*表示不包括政黨支持為「其他」的5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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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過去對於台灣民主化轉型的解釋中，在「精英政治互動過程」理論的主導

下，將分析焦點至於精英之間互動與策略，而經常將讓這種政治互動過程能夠

發生或限制了其發展方向的重要社會或政治條件變化，當成不必多加解釋的外

衍性因素，而導致解釋的不完整。而「省籍」族群因素的變化，正是經常被

視為背景或動機因素，而在解釋上忽略重要因素之一。經由對於現有族群政治

理論的討論，本文指出一般性的理論概念，解釋族群因素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

的不足，而提出一個比較歷史性的解釋，來說明台灣不同類型的「弱勢族群意

識」發生的原因與過程。

本文指出了導致本省籍民眾弱勢族群意識不易出現的三個影響因素：包括

中國大陸各省在內的國家與社會範圍想像、傳統的血緣與地緣人際關係之盛

行、以及族群因素在政治選舉競爭過程中的缺席。這三個因素在台灣社會發展

過程中的轉變，為現代性的族群觀念與不同類型的「弱勢族群意識」，提供了

有利的發展環境。1987年以後省籍問題成為公共議題的同時，現代性的族群概

念所界定的理想族群關係，也成為不同省籍群體理解其處境，而發展弱勢族群

意識的依據。這種由反對陣營在1980年代以後開始大量宣揚的新人群分類及關

係之理解方式，使得具有本省籍背景的民眾在實質的族群政治不平等結構因為

增額立委名額漸次增加、更多本省籍人士進入中央權力結構中，已經開始有所

改善之際，卻表現出更多不滿，而要求更多改革。

本文也透過1987年以後浮現的是否在全面改選的國會中設立「大陸代表

制」的議題之討論與發展，說明在新的人群分類概念下出現相互競爭的族群意

識，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這項重要的政治制度轉變中的角色與作用。儘管當時

中央政府及國民黨高層中握有實權的不少外省籍精英，都極力主張在新的國會

中設立大陸代表制，但是本省籍的李登輝總統卻能夠援引民意與其他本省籍政

治精英的支持，而在1990年以後，成功地推動沒有大陸代表的國會全面改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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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這個概念轉變主要是發生在本省籍民眾「族群政治意識」的普遍與擴

散，其所導致的族群政治情勢之變化，在此政治轉型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

的角色。

1980年代中末期台灣社會中出現的「族群」分類概念，最重要的特質，在

於其與現代國家普遍與平等的公民權觀念結合，而強調文化社會群體之間雖有

差異，但是這些差異沒有高下優劣之分，應該受到國家一視同仁的平等對待與

保障，免於受到國家或其他社會群體「身份歧視」的待遇。儘管最初外省籍政

治精英及本省籍政治反對精英分別提出的「弱勢族群論述」，在關於誰是弱勢

族群的內容上針鋒相對，但是他們所追求的「理想群體關係」卻相當一致：維

持群體差異但平等。這樣的人群分類概念，後來也成為其他「族群運動」（包

括「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及「客家文化與社會運動」）最主要訴求所根據的立

論基礎。相對於過去在「同化主義」為主的概念下，對於弱勢族群的文化或社

會生活採取將其同化入「主流社會」（其實是優勢族群控制的社會）政策的作

為，新的族群概念要求的族群關係，比較類似「族群多元主義」的理想。這個

新的概念所帶來的政治解放潛力，不但改變了戰後以來台灣主要的政治結構安

排，也使社會群體關係朝著多元並存的方向發展。

不過，現代族群概念出現後，對於台灣社會來說，除了上述的正面功能

外，也有其負面的作用：也就是「族群政治對立」與衝突的出現。本文對於台

灣民主轉型過程中族群議題角色所提出的補充性解釋，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在

民主化轉型後，對於民主生活品質影響極大的族群政治對立的來源與性質。這

種對立其實正是民主化轉型過程中，在1987年族群議題公共化時，就已經存在

的不同、甚至是相互抵觸的「弱勢族群意識」所帶來的對立之延伸。在1992年

國會全面改選實施之後，緊接著發生的重要民主制度化改革，特別是1994年的

「省市長選舉」成為族群政治對立發展的溫床，此後更不斷的升高與發展，而

成為台灣在民主鞏固時期中，最嚴苛的考驗。不過，這種對立似乎不再是發

生在「族群身份團體」（「本省人」相對「外省人」）之間，而是發生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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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族群意識論述」，特別是過去被用來合理化抗拒民主改革的「中國主體意

識」、與被用來支持要求民主改革的「台灣主體意識」之間。國會全面改選之

後，繼續發生的民主化轉型中，族群議題到底如何發生何種作用，是本文未竟

處理，也是未來可以探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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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Ethnic Politics Issue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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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ethnic politics has always been mentioned in previous explanations 
of Taiwan’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importance of ethnic factors is usually 
underestimated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een as background or motivating factors 
within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model. By analyzing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1984 and 1994,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dramatic change 
in the level of consciousness of ethnic politics among Taiwanese was a crucial 
precipitating factor for democratization. This paper further propose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emphasizing changes in the perception of national boundaries, the 
decay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ties, and the presence of ethnic factors in electoral 
competition, to account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thnic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mong Taiwanese after the mid-1980s. By analyzing the reform of the parliamentary 
structure without considering “mainland representatio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new perception of ethnicity developed after 1987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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